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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與明清西方油畫傳入中國

*胡光華，上海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美術學博士、美術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第 11屆（2003-

2004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作課題論文之一。

本文分三部分論述澳門與西方油畫傳入中國的關係：一、明代居留澳門的歐洲傳教士的功績在於

開拓了西方油畫東漸中國的“文化傳教”之路，並在澳門建立了最早的油畫傳播基地，造就了中國最

早的油畫家。二、由於清代中國帝皇對傳教士油畫家的御用，西方畫家通過澳門雲集中國朝廷，北京

遂成為中國油畫的重鎮。三、伴隨清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和西方畫家喬治．錢納利定居澳門，澳門再

次成為西方油畫東漸中國的門戶和中國油畫家成長的搖籃。

中國現在所謂的油畫是通過澳門傳入的歐洲繪

畫。著名油畫家艾中信先生說：“中國是油畫大

國。”此話恰如其份。在油畫藝術成為中國現代美

術的一大品類取得與中國民族繪畫分庭抗禮的今

天，追蹤和研究澳門在西方油畫傳入中國的作用及

其歷程，既是澳門繪畫史也是中國美術史不可回避

和必需解決的一個重大學術課題。

近二十年來有關油畫傳入中國的著述不少，可

有關研究的成果未盡令人滿意，甚且舛謬屢見。例

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5年出版的《上海油畫

史》，著作者借徐悲鴻在一篇小文章中的一孔之見

“上海的土山灣畫舘　　中國油畫的搖籃之地”

說（1），竟信口開河道：“在利瑪竇時代，中國的教

徒祇能看到其彩色印刷品，而非原作。”（2）從而否

定澳門是中國油畫的搖籃和西方油畫東漸中國的門

戶，顯然作者連常見的《利瑪竇全集》、《利瑪竇中

國劄記》等歷史文獻和現存澳門、香港與歐美等地

的明清油畫皆一無所知。又如廣西美術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中國油畫百年圖史（1840-1949）》，作者

把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1862-

1872年間遊歷中國時所拍攝的佚名中國油畫家繪製

油畫情景的照片張冠李戴定名為“畫室中的關喬

昌”，竟然自以為是地把圖片攝製時間定為“約1818

年”，比實際推前了半個多世紀，可知著作者連攝

中國油畫家在繪製油畫

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

攝於 1862-1872年遊歷中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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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術發明時間是 1839年、第一架外國照相機傳入中

國是 1846年這些歷史常識一無所知。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人們在嘗試探討西

方油畫傳入中國這一課題涉及的歷史問題與疑難之

多是可想而知的。拙以為，西方油畫是隨着東西方

地理隔閡的打破與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而傳入中國

的。大致而言，明代西方油畫通過澳門傳入中國的

初期，油畫創作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是18-19世

紀傳入中國的油畫則趨向多元發展，帶有鮮明的政

治經濟特色。

澳門的傳教士與明代西方油畫傳入中國

15世紀末西方探險家漂洋跨海，希望通過海路

尋找遠東和它神話式的財富，導致東西方海上航線

的開通和世界地理的大發現。從此，東西方文化藝

術的交流通過這些航線日益密切起來。西方一些具

有與探險家同樣的冒險精神的耶穌會傳教士亦積極

投身遠征東方的擴張活動，他們在傳教的過程中有

意無意地把西方的科學文化傳入中國。西方油畫就

是隨着傳教士的文化傳教活動而傳入中國的。

對於西方油畫在中國傳播具有建功立業意義的

傳教士有羅明堅、利瑪竇和喬瓦尼。羅明堅的貢獻

是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利瑪竇的歷史意義是

開闢了油畫傳入中國的有效途徑，喬瓦尼雖未進入

中國內地，但喬瓦尼在澳門的油畫創作活動及其在

澳門培養的油畫弟子，以及他的弟子們深入中國內

地的藝術活動，對明代油畫的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

響卻是難以估量的。

現有確鑿的文獻記載表明，油畫傳入中國發生

在明代萬曆年間。率先把油畫帶進中國的是意大利

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他於1579年（明萬曆七年）奉

命來華，到廣東設立教堂。當他經澳門轉入廣東肇

慶時，當地總督檢查羅明堅所攜的物品中“發現了

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3）。我們知道，“筆致

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

現特徵。因此，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

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583年 9月，羅明堅還在肇慶

東關建立的聖母無原罪小教堂（漢名“僊花寺”）中

懸掛聖母像，供進教民眾參拜。利瑪竇、金尼閣記

當時教民參拜的情形說：“人人都向聖壇上圖畫

中的聖母敬禮，習慣地彎腰下脆，在地上叩

頭。⋯⋯他們始終對這幅畫的精美稱羨不止：那色

彩，那極為自然的輪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態。”（4）

羅明堅此舉實開西方油畫原作傳入中國之先河。

繼羅明堅之後，對推進油畫在中國擴大傳播

和轉承影響起關鍵性作用的人物是意大利傳教士

利瑪竇。他倚仗自己精深的天文學、地理學、數

學知識和成熟的儒學修養，發明自上而下的“文

化傳教”形式，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巧

妙地將西方天主教油畫及其銅版畫複製品贈送及

進呈中國的上層官僚和帝皇，在當時引發了一連

串西方油畫轉承影響效應。比如，他送給南昌建

安王一幅聖洛蘭佐油畫肖像（5），王爺立即派人配

上象牙烏木鏡框；利瑪竇送王爺一幅精美的聖母

油畫像，王爺命人在幾天內摹出“兩幅畫得惟妙

惟肖”的畫作，“拿到印度的話，會被人認為是在

葡萄牙畫的”（6）。他上貢自鳴鐘給明神宗時，連

同油畫原作“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7）一利瑪竇像（銅版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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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呈。這些貢品勾起了中國皇帝的興趣，他很

想見識歐洲王公貴族們的服飾穿戴，利瑪竇又把

一幅繪有盛裝的歐洲王公顯貴及繪有耶穌天使和

教皇的宗教銅版畫，附上簡單的文字說明，進獻

給萬曆皇帝。其實這些幫助理解畫面內容涵義的

解說詞，隱藏着利瑪竇想藉以觸發中國皇帝對天

主教興趣的企圖，而結果是“由於細節十分精

美”，引起中國皇帝對西方繪畫的興趣，詔令宮廷

畫師在利瑪竇的指導下使用色彩放大複製了這幅

畫。（8）至於是用甚麼色彩複製，是油畫色彩還是

別的色彩，現已無從考證，但利瑪竇創造的“文

化傳教”方法，借助西方科技和油畫這些文化媒

體，確實達到了觸發中國皇帝對西方文化的好

奇，誘發了明代萬曆皇帝對西方繪畫予以藝術贊

助，進而導致西方油畫藝術在中國的轉承影響和

天主教教義在中國的擴大傳播。 1605年，程大約

持南京總督的介紹信從安徽來到北京拜會利瑪

竇，徵求天主教銅版畫，利瑪竇提供了四幅。程

大約把它們刊印在《程氏墨苑》第六卷之中。可想

而知，假如利瑪竇沒有進獻西方宗教油畫給中國

皇帝，就不可能引起中國皇帝對西方繪畫的興趣

和贊助，更不可能產生這種上行下傚形式的商業出

版；而中國藝術傳媒對天主教藝術傳媒的接受容

納，並予以刊行傳播，無疑對天主教在中國內地扎

根起着深遠的影響，誠如陳援庵先生在 1927年景

印本墨苑卷末所附跋文中所評述：“墨苑分天地人

物儒釋道合為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後也。時利瑪

竇至京師不過五六年，其得社會之信仰可想也。”

利瑪竇發明的這種“文化傳教”策略，於有意無

意之中對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西方油畫在中

國的轉承影響起一箭雙雕作用，難怪晚明來華的傳

教士金尼閣、畢方濟等人“皆言及用西洋畫及西洋

雕版畫以為在中國傳教之輔助而收大效之事。”傳

教士們言及的“西洋畫”就是油畫；而“雕版畫”即

信而步海　疑而即沉（木板畫）

利瑪竇提供、程大約編《程氏墨苑》第六卷所刊天主教插圖之一

二徒聞實　即舍空虛（木板畫）

利瑪竇提供、程大約編《程氏墨苑》第六卷所刊天主教插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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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畫，它以複製西方油畫見長。明代西洋畫在中國

的轉承影響，主要是通過油畫的銅版畫複製品。萬曆

年間顧起元在《客座贅語》卷六“利瑪竇”條中說，

利氏攜來的天主教繪畫，“畫以銅版為幀，而塗五彩

於上，其貌如生”。顧氏所述的天主教彩色銅版畫，

當為油畫複製品，它與利氏進獻給明神宗的繪有歐洲

王公貴族和耶穌天使教皇的銅版畫同出一轍。至於西

方宗教油畫的傳播與擴大影響，我們不妨列舉喬瓦尼

的學生倪雅谷 1604年在北京為天主教堂繪製的油畫

〈聖路加聖母抱小耶穌像〉，耶誕節時陳列在教堂供教

徒朝拜時，“見到此畫的教徒們都歡欣異常”，更何

況 1605年，倪雅谷繪製的聖像畫“曾風靡當地的群

眾”。為擴大西洋畫傳播，意大利傳教士畢方濟於

1629年著成《畫答》一書，從學理上介紹西方繪畫。

除利瑪竇外，耶穌會士、油畫家喬瓦尼的美術教

育活動對油畫在中國的擴大傳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喬瓦尼 1560年生於意大利諾那，17歲加入耶穌

會。 1582年 8月 7日，他和利瑪竇、巴範濟等八名傳

教士到達中國澳門，開始在澳門學習中文並傳授油

畫。1583年，他應賈方濟之邀，為澳門大三巴教堂繪

製油畫〈救世者〉。現有文獻資料表明，這是西方傳

教士在中國繪製的第一幅油畫。此後不久，喬瓦尼被

派赴日本從事宗教繪畫教育，先後在長崎、有馬開設

繪畫學校，傳播西方油畫。由於那時日本天主教區屬

天主教澳門教省管轄，喬瓦尼在日本培養的學生中有

中日兩國畫家。倪雅谷即其中佼佼者，他早在1601年

應利瑪竇、范禮安之召到澳門，忙於為中國教區作

畫。1614年，日本德川家康下令禁教，喬瓦尼帶着他

的學生返回澳門，以聖保祿修院為基地，教授西方油

畫。當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傳授西方繪畫的美

術學校，意義非同凡響，現存澳門的不少明末天主教

油畫，多出自喬瓦尼及其弟子們之手。歷史事實證

明，明代西方油畫在中國的傳播發展，正因為有了這

種傳播基地的建立和人材培養的基礎，加上利瑪竇開

拓的“文化傳教”之路，才有可能持續下去。

倪雅谷是喬瓦尼在日本天草教授西方繪畫時培

養的油畫家。他是中日混血兒，或許他的父親是中

國人緣故， 1601年當他學有成就時，即被召回中國

為傳教服務，忙得不可開交。他先後為澳門的聖保

祿修院繪製了〈一萬一千修女殉教〉、〈聖母瑪莉亞

昇天〉。 1602年被召到北京為傳教團工作，繪製了

不少宗教油畫，其中〈聖洛加聖母懷抱小耶穌像〉在

1604年耶誕節供信徒們朝拜時，博得交口稱贊。利

瑪竇也非常賞識他的油畫才能，認為在北京的畫家

中以他的才藝最顯傑出。 1606年，他被利瑪竇派回

去澳門為新建的教堂作畫。 1610年，他又被派遣到

南昌為教堂作畫，繪製了油畫〈救世者〉和聖母像。

翌年，他又趕到北京為利瑪竇安厝的教堂作畫。

像倪雅谷這種“南征北戰”為文化傳教服務，昭

示着西方油畫東漸中國的轉承影響及進程的某些特

徵，即西方油畫在耶穌會士遠征東方的初期，已經在

我國南方珠江口的澳門港埠建立了穩固的傳播基地，

造就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油畫人材和向中國北方滲透的

藝術力量，為爾後西方油畫在中國南北政治經濟重鎮

的興盛，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和社會影響。祇不過

那時由耶穌會畫家一手培養出來的中國早期油畫家，

留下芳名者寥若辰星鮮為人知罷了。除倪雅谷是喬瓦

尼培養的油畫家外，我們現在僅知道游文輝、石宏基

和馮瑪竇是喬瓦尼來到澳門之初創立的繪畫學校培養

出來的油畫家。利瑪竇由廣東向北京進發，為何要攜

游文輝同行進行文化傳教的“南征北戰”，似乎還是

利瑪竇畫像（油畫） 　游文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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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謎。然而在利瑪竇逝世之前，游文輝為他作了一幅

油畫肖像，倒使我們恍然大悟：原來游文輝是一位諳

悉西方宗教藝術且功力堅實的油畫家，他筆下的利瑪

竇油畫肖像，遠比後來耶穌會士杜．赫德《中國全志》

中的利瑪竇像要出色。不言而喻，游文輝是利瑪竇進

行文化傳教的得力助手。1613年，他回到廣東韶關傳

教與作畫， 1617年轉到杭州繼續藝術傳教， 1630年

去世於杭州的游文輝與倪雅谷一樣，他們那種“南征

北戰”式的藝術傳教活動，對油畫在中國的擴大傳播

所起的深遠影響是毋容勿視的。

現存澳門的二十餘件明末天主教油畫和一些天主

教壁畫，向世人展示了喬瓦尼在天主教澳門教省從事

美術創作與教育活動、培養中日油畫家所取得的顯著

成就。儘管這些作品的作者佚名，但它們出自喬瓦尼

的弟子手筆則是可以肯定的，可見那些作品的油畫技

術與藝術風格頗見功力。例如，馮瑪竇以1597年日本

豐臣秀吉下令處死26名天主教徒的歷史事件為題材而

創作的〈日本長崎的殉道人〉，不僅顯示了畫家對西

方宗教油畫象徵對比創作方法與表現形式的精通，而

且也凸現了畫家對西方油畫多層暈染色彩與明暗光影

技巧的熟練。諸如此類技巧成熟的油畫還有澳門聖母

玫瑰堂收藏中、日油畫家之作〈聖味基聖像〉、〈十

日本長崎的殉道人（油畫）　馮瑪竇作

聖味基聖像（油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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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的聖方濟各〉和〈聖奧斯丁〉以及廣東新會發

現的木版油畫〈木美人〉等等。

種種迹象表明，明代的油畫發展已出現中西繪畫融

合的傾向。近年來在澳門發現的〈明代武將像〉，畫家以

中國繪畫線條勾勒填色技法運用西方油畫材料，嘗試以

中西繪畫交融的技巧，既有西方油畫材質美感，又頗具

中國畫人物寫意神韻。然而這並非中西繪畫融合的孤

例，澳門聖母雪地殿小教堂遺存的明末天主教聖經故事

人物畫，也是使用中國畫勾線技法描繪西方宗教壁畫。

1637年艾儒略在福州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經解〉，用

線刻的方法複製西方銅版畫，雖然減弱了明暗對比，卻

保留了西洋畫的透視效果。可見中西繪畫表現形式的融

合是明末西方繪畫在中國傳播影響的一個顯著標誌。

清代帝皇的御用洋畫家

與西方油畫在中國宮廷的發展傳播

如果說明代傳教士的功績在於開拓了西方油

畫東漸中國的“文化傳教”之路，並在中國南方港

埠澳門建立了最早的油畫傳播基地，造就了中國

最早的油畫家，獲得了中國皇帝與中國民間對西

澳門聖母雪地殿小教堂遺存的明末天主教聖經故事人物畫
（壁畫）　佚名作

聖若翰先天主而孕（木板畫）

艾儒略編《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插圖之二

遵古禮命名（木板畫）

艾儒略編《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插圖之六



71 文 化 雜 誌 2005

論
澳
門
與
明
清
西
方
油
畫
傳
入
中
國

文

化

畫的藝術贊助移植傳播的話，那麼到了清代，隨

着中國皇帝對傳教士油畫家的御用，西方畫家開

始雲集中國朝廷，北京遂成為中國油畫的重鎮，

形成清代中國油畫南北雙峙態勢。即北方以傳教

士油畫家及其中國弟子們為主體，在中國皇帝的

御用下，致力於為帝皇的享樂和文治武功服務；

而南方的珠江口岸澳門一方面在不斷地為朝廷輸

送傳教士畫家，另一方面又在歷史積澱的基礎

上，伴隨着中西經濟文化的對撞交流，廣州等地

民間油畫家逐漸增多成熟起來。

中國皇帝的御用對油畫在中國的發展傳播起着藝

術贊助的作用。有人說“少數的油畫、水彩畫被傳教

士帶到中華大地，祇能被宮廷及士大夫等少數人所見

到所欣賞”，此話缺乏依據。譬如，1688年南懷仁神

父在北京逝世，出殯的隊伍出現在“北京寬闊的大街

中央”時，既有南懷仁神父的油畫肖像和守護天神的

油畫，又有〈聖母和其子耶穌像〉的油畫。（9） 1700

年到達北京的耶穌會“最好的藝術家”格拉爾迪尼，

為新建的耶穌會大會堂繪製了一些幻想境界的油彩壁

畫，“受到中國參觀者的贊歎”。馬國賢剛到澳門

時，就作過兩幅油畫作為呈送給中國皇帝的見面禮，

廣州總督見後大為欣賞，敦請馬國賢為他臨摹了一

幅，並讓馬國賢畫了一幅真人肖像，招徠“很多人來

圍觀馬國賢畫畫，以致引起哄鬧”。不論是格拉爾迪

尼還是馬國賢，或是後來的傳教士油畫家郎世甯、王

致誠、蔣友仁、艾啟蒙、潘廷章，無一不是由珠江口

岸的澳門登上中國大陸，居留廣州之後，經廣州巡撫

奏准才能入京。所以中國皇帝的御用是眾多傳教士油

畫家由澳門紛至遝來中土的原因，他們從中國南方到

北方的行程及其藝術活動，對油畫在中國的進一步

傳播和發展是不可忽視的。

 馬國賢像（銅版畫）　佚名作

桐蔭仕女圖（油畫）　傳馬國賢的中國學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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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皇對油畫的藝術贊助，起先主要表現

為對透視與裝飾藝術的喜好。譬如，康熙時御用

傳教士南懷仁運用西洋透視法作畫三幅，副本掛

在暢春苑觀劇處。另一傳教士畫家利類思在北京

耶穌會公園展出他的西洋畫作品時，清廷官員出

於好奇心去觀看展覽，結果大吃一驚，“他們不

能想象在一張普通的紙上竟能畫出亭臺樓閣曲徑小

路，如此地逼真，乍看上去以為自己的眼睛受騙

了”（10）。因此，康熙皇帝受這種新藝術的誘惑，

要求耶穌會給他“派一名透視學專家，連同琺瑯

術　　另一種他所熱衷的外來技術的技師一起

來”。馬國賢就是何納篤教士聽說中國皇帝“要找

一些精通科技和繪畫的人材”後，被耶穌會選中

派赴中國，經兩廣總督“將馬國賢所畫的山水、

人物畫及臨摹理學名臣陳獻章遺像進呈康熙御

覽”，欽准進京御用。儘管馬國賢在宮中不能按

自己的意願去繪製油畫，但他“這種描繪中國式

的風景畫”，康熙皇帝“倒是挺喜歡這些畫的”；

原因當然是這些描繪中國山水與房屋的油畫有透

視變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油畫〈桐蔭仕女

圖〉屏風，便是一件供宮廷裝飾用的作品，傳為

馬國賢的中國學生所繪；畫面以一點透視推開一

個近大遠小的縱深建築風景，加上強烈的明暗陰影

表現，給人以真實可感的視覺感受；至於其御用性

質，從這幅油畫屏風另一面有康熙皇帝御筆臨寫董

其昌的〈洛神賦〉書法一篇，即可以了然中國皇帝

對有透視變化的“中國式的風景畫”的喜愛程度。

乾隆時期，西方油畫備受青睞，被廣泛地作為

宮廷裝飾藝術，不少應召入宮御用的傳教士油畫家

承旨作畫。諸如乾隆元年正月，太監毛團傳旨：

“重華宮插屏背後，着郎世寧畫油畫一張。”同年九

月，郎世寧又為“後殿明間鐘架玻璃門上畫油畫。”

乾隆二年，圓明園九洲清宴圍屏“玻璃畫由郎世寧

畫”；不久太監毛團等人又傳諭：“着西洋人郎世寧

將圓明園各處油畫畫完時，再往壽萱春永去畫”。

乾隆六年，郎世寧承旨在清暉閣玻璃集錦圍屏上畫

了六十八塊油畫；直至乾隆二十一年奉旨用玻璃片

畫油畫，前後達二十一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油畫〈太師少師圖〉和佚名氏私人收藏的油畫〈犬圖〉

上均有“臣郎世寧恭繪”署款，畫風寫實，明暗立體

感強烈，形象生動準確，應是郎世寧領旨為宮廷裝

飾而作。另一名傳教士油畫家王致誠也是如此。乾

隆六年，王致誠奉命在造作辦油畫房為建福宮小三

卷房床罩玻璃畫油畫；次年，他又承旨畫油畫玻璃

斗方八塊。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王致誠還在為玻璃

燈畫油畫。傳教士油畫家潘廷章1773年入清宮供奉

不久，即奉旨作過油畫掛屏一件。⋯⋯諸如此類頻

繁的油畫創作裝飾活動，假如沒有中國皇帝對傳教

士油畫家的御用和對油畫裝飾藝術的喜好，就一個

外來畫種而言，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也就是說，清

代中國皇帝是西方油畫的藝術贊助人，而傳教士油

畫家以透視寫實、裝飾才能取悅於中國皇帝，借中

國皇帝的權威使西方油畫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傳

播。爾後郎世寧所作〈香妃像〉、〈慧賢皇貴妃像〉

等一系列油畫肖像更充份地說明了這一切。

太師少師圖（油畫）　郎世寧作

 犬圖（油畫）　郎世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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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在中國宮廷得到進一步發展傳播的顯著標

誌，是在西方傳教士畫家的影響和培訓下，出現了

成批的中國油畫學子。前面所述〈桐蔭仕女圖〉油畫

傳為馬國賢的中國弟子之作，可算作最早的一批，

儘管作品無畫家署名。到乾隆時期，跟隨傳教士畫

家學習油畫的人陡然增多，如乾隆三年皇諭：“雙

鶴齋着郎世甯徒弟王幼學等畫油畫。”同年，王幼

學還接過太監胡世傑交來的一張畫稿，照樣繪製了

油畫一張。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畫家也應旨繪製油

畫；如乾隆三年，丁觀鵬為同樂園戲臺上畫油畫煙

雲壁子一塊，緊接着又為重華宮戲臺上畫油畫煙雲

壁子。另一位中國畫家張為邦也在乾隆四年承旨為

韶景軒東北角牌插壁子畫油畫；是年，他還與王致

誠在召祥宮行走，“各自畫油畫幾張”。顯然，宮廷

中國畫家丁觀鵬、張為邦之所以能與傳教士畫家一

樣領旨為宮苑繪製油畫，與傳教士在中國宮廷中的

藝術傳授活動和影響密不可分，就像傳教士畫家郎

世甯也能繪製中國畫一樣，祇不過宮中既能繪中國

畫又能畫油畫的中國畫家為數不多而已。為了宮廷

裝飾的需要，乾隆皇帝於 1751年下令“着再將包衣

下秀氣些小孩挑六個跟隨郎世寧等學畫油畫”。按

這段清檔記載，乾隆十六年的詔令並不是頭一回，

否則無“再”可言，故隨傳教士學習油畫的中國人有

數批，丁觀鵬、張為邦是其中的一批。除王幼學、

丁觀鵬、張為邦外，乾隆時期宮廷隨傳教士學油畫

的中國學生還有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鳳、王玠、

葛曙、永泰、王儒學、于世烈等人。可以說，中國

皇帝的藝術贊助促進了油畫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傳

播，當宮中御用的最後一名傳教士油畫家潘廷章在

1812年故去之後，清代宮廷油畫的發展主要是靠傳

教士畫家訓導的“包衣”來薪火傳續。

其實，乾隆皇帝並沒有停留在油畫裝飾宮苑

的消遣趣味上。這位自命“古稀天子”的乾隆皇

帝，當他意識到“至於寫真傳影，則可用油畫，

朕備知之”時，很快對油畫藝術實施良苦用心的

帶有政治目的的贊助，以炫耀其“文治武功”輝煌

業績。乾隆十九年，他傳王致誠進宮，為十一位

主持國家大事的親王和重臣畫像，以致那些王臣

看到畫布上自己的各種細節逼真的畫像時很興

奮，“他們相對而笑，覺得畫得很像”。同年，乾

隆還令王致誠畫了許多歸附的蒙古族厄魯特首領

油畫肖像，這批畫像後被八國聯軍掠去，現存八

幅收藏在德國柏林國立民俗博物舘，它們分別是

凌策像、巴圖孟克像、達瓦齊像、額爾德尼像、

達瓦像、布里特古斯像、剛多爾濟像和根敦像。

畫家採取結構畫法，致力表現人像的解剖結構、

體面退暈與高光，不畫陰影，確實達到了中西繪

畫融合，形神兼備，性情迥出的藝術境界。據文

獻記載，他還為乾隆畫過一幅油畫巨像和一幅以

御花園為背景拉弓的像，即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的〈乾隆射箭圖〉，作品表現了滿族統治者重視騎

射武備治國的思想。王致誠“運用他所有的藝術

技巧”去使畫像逼真，“盡一切努力來附和皇帝的

香妃像（油畫）　郎世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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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賢皇貴妃像（油畫）　郎世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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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王致誠逝世後，乾隆皇帝又召意大利畫

家潘廷章進宮御用。潘氏入宮之際正趕上乾隆平定

兩金川戰役勝利，為表彰有功將士，乾隆詔令畫家

為這些功臣畫像，懸掛在紫光閣中。現藏德國柏林

國立民俗博物舘的平定兩金川功臣油畫雅滿塔爾

要求”，贏得了中國皇帝的歡顏，乾隆竟親口對

他說：“你也可以在某個部門當官，同時也履行

你的神職。”當然，乾隆皇帝對王致誠的重視是

對他所擅長的油畫寫真藝術的呵護，以便使之更

好地為弘揚其“文治武功”大業服務。

乾隆射箭圖（油畫）　王致誠作

旗裝老婦像（油畫）　佚名作 婦女肖像（油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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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滿塔爾像（油畫）　潘廷章作 阿忠保像（油畫）　潘廷章作

嘉木燦像（油畫）　潘廷章作 男人肖像（油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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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策像（油畫）　王致誠作 達瓦齊像（油畫）　王致誠作

 剛多爾濟像（油畫）　王致誠作

像、阿忠保像、嘉木燦像、托爾托保像等，即出自

潘廷章之手。這批作品，畫法上與王致誠所繪蒙古

厄魯特首領大致相似，雖然筆觸相對粗糙，技法上

明顯地不夠成熟，但畢竟是為中國皇帝弘揚“文治

武功”業績的“寫真傳影”油畫，有其中西繪畫融

合、中西審美趣味互糅的特點。

從宮苑裝飾到彪炳帝皇的文治武功業績，從康

熙皇帝“不怎麼喜愛肖像畫”到乾隆皇帝垂愛西方油

畫“寫真傳影”，從傳教士油畫家到中國宮廷油畫家

的出現，油畫在中國北方重鎮的傳播，得力於中國

帝皇的藝術贊助，最突出的是油畫肖像藝術得到了

長足的發展；直到清代後期，仍有〈旗裝老婦像〉、

〈男人肖像〉、〈婦女肖像〉等佳作問世。

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西方移民畫家與

油畫在清代南方通商口岸的傳播發展

正當傳教士油畫家在北京忙於繪製玻璃油畫裝

飾宮苑時，中國南方通商口岸澳門和廣州的油畫家

也在樂此不疲地繪製玻璃油畫；所不同的是，他們

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而勞作。

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喬丹在其著作《18世紀的

中國外銷藝術》中指出：“在歐洲和東方之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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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眾多中國出口品所受到西方的影響是‘耶

穌’瓷和鏡子畫，兩者都為出口外銷而繪製，並且

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裝飾取材於歐洲的銅版畫。”

鏡子畫即玻璃畫,玻璃畫最早出現在澳門，嘉慶年間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中記載道：“其餘技有

西洋畫。⋯⋯有紙畫，有皮畫，有皮扇面畫、玻璃

諸器畫。”（11）可見，中國外銷玻璃油畫始於澳門，

爾後影響到廣州。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從在玻璃

上臨繪西方銅版畫所迸發出來的創造感覺，是清代

南方通商口岸油畫興起的根源。最有說服力的是一

幅大約 1790年代的中國水彩畫，描繪一位中國玻璃

油畫家端坐在畫桌前臨摹一幀歐洲彩色銅版畫，從

桌上備用的紙片和擦筆用過的縐狀紙團可以知道他

在繪製油畫。瑞士收藏家賴色夫婦收藏的玻璃油畫

〈諾曼第海景〉，是一幅根據法國黑白銅版畫繪製而

成的彩色玻璃油畫。賴色夫婦收藏的〈搖紡輪的婦

女〉、〈維納斯梳妝〉、〈牧羊女〉、〈江湖醫生與

鄉村理髮師〉等，均是歐洲銅版畫的油畫複製品。

所以，英國旅行家巴洛在1804年出版的《中國遊記》

中 述他在廣州的見聞時說：“傳入廣州的歐洲彩

色版畫，被複製得十分逼真。”（12）

雖然臨倣是清代南方通商口岸油畫發展的早期

方式，但在此基礎上煥發出來的油畫創作，奠定了

油畫在中國南方盛起的基礎。賴色夫婦收藏的中國

貴婦肖像，向世人展現了 18世紀後期中國油畫家肖

像創作造化的本領。而代表這一創作成就的油畫家

是史貝霖，他一開始是在玻璃上繪製油畫肖像而嶄

露頭角的，現存他的最早一幅玻璃油畫肖像上用英

文題簽：“史貝霖於 1774年 10月畫於中國廣州。”

據西方學者研究，此畫描繪的是英國船長托瑪斯．

弗瑞。也就是說，中國油畫家已經開始為外國來華

的航海家繪製寫生肖像，這標誌着中國油畫藝術及

藝術贊助人之間的關係從此建立起來；因為繼此之

後現存有他題簽的油畫肖像多達十幾幅，其他畫家

署款的油畫肖像也不斷湧現，恰恰說明清代廣州油

畫的崛起與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聯繫。

在布面上作油畫肖像標誌着史貝霖油畫肖像藝

術風格的形成和成熟。他的最早一幅布面油畫描繪

一位身份不明的英國軍人，橢圓形畫的背面標簽上

清晰地寫着：“廣州史貝霖之作， 1786年 12 月 1

日。”此件作品用比較地道的西方古典油畫肖像罩

染法與透明畫法繪製而成，若無畫家標簽，人們很

難想象這幅油畫出自中國油畫家史貝霖之手。類似

此作的還有〈約翰．懷特船長肖像〉、〈英國東印度

公司職員像〉等。就史貝霖現存作品編年發展特徵

來看，他的油畫大體上以 1786 年為界分為兩個階

段。早期的油畫與他在玻璃上作畫有關，用筆比較

拘謹，筆觸磨得很平，裝飾味很濃。大約從 1786年

起改在布面作畫，技術得到迅速提高，這時的油畫

風格，呈現新古典主義特徵，已注意到人物神情氣

質的表現，此種表現風格一直持續到他晚年，並且

在表現技巧上顯得十分純熟老練。如他所繪哈斯堪

肖像，脫盡東方人習慣線畫法塑造人物的痕跡，達

到與西方畫家之作難分難辨的境地。總的說來，史

貝霖後期的肖像畫在明暗對比的處理上並不強烈，

卻注意了臉部解剖結構的描繪，背景多以褐灰色或

藍灰色來表現，人像背光部位後面的背景有一淺色

光暈構成他晚期肖像畫的風格特徵。這種畫風一直

延續到 1820年代，如他的一些追隨者奎呱作的〈伯

維納斯梳妝（油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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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阿．費奇像〉，小東呱作的〈佚名美國人像〉，興

呱作的〈海員像〉，林呱作的〈佚名外國男子肖像〉

等，表現方法均不出史貝霖左右，帶有史貝霖肖像

畫風格烙印，因此這種肖像畫風被稱為“史貝霖畫

風”。所以，“史貝霖畫風”代表了清代南方通商口

岸架上油畫的早期發展階段。

自從 1825年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定居澳門

以來，澳門再次成為中國油畫家成長的搖籃，中國

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畫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具

體表現為：一、錢納利及其中國弟子們在粵、港、

澳三地的藝術活動促進了廣東油畫的蓬勃發展，形

成廣州、香港、澳門三足鼎峙的油畫藝壇格局；

二、不但廣東的油畫肖像畫風出現丕變，而且風

景、人物畫風也發生劇變；三、在錢納利畫風的直

接熏陶與間接影響下，新一代中國油畫家迅速成長

起來，他們在中國南方其他通商口岸的藝術創作活

動促進了油畫在清代南方沿海地區的傳播發展。

錢納利的中國高足叫林呱（傳為關喬昌者）。

1825年 9月，當錢納利踏足澳門時，他的朋友費龍

英國軍人像（油畫）　史貝霖作

哈斯堪像（油畫）　史貝霖作伯內阿．費奇像（油畫）　史貝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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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納利像（油畫）　林呱（關喬昌）作

在自家花園裡他構築了畫室，並配備了助手為他收

拾清洗畫具，這名助手就是後來叱吒廣東油畫藝壇

的名家林呱（關喬昌），林呱本人也聲稱自己是“這

位英國畫家的學生”。錢納利視“教學是最高的藝

術”所產生的積極成果，是林呱在他的薰陶下成熟

起來，林呱於 1820年代為錢納利繪製的寫生肖像即

是最好的證明。儘管這幅肖像畫得比較拘謹，但由

於林呱把握住了人物結構與性情神態、明暗對比關

係，作品顯得扎實傳神，具有錢納利肖像畫風範，

因而林呱經過十幾年的磨礪能青出於藍。 1852年錢

納利去世時，有人在英文《廣東郵報》上著文追悼時

說：“錢納利是一位不亞於托馬斯．勞倫斯爵士的

肖像畫家。一個在廣州的現代繪畫流派，是錢納利

建立起來的，他的學生包括林呱及其他一些中國畫

家都畫藝不凡。”

林呱（關喬昌）的確是一位畫藝不凡的油畫

家，他自詡為“中國的托馬斯．勞倫斯爵士”。他

曾傚法老師錢納利把自己創作的油畫肖像送到英

國皇家美術學院、美國紐約阿波羅俱樂部、波士

頓圖書舘展出，其中在波士頓展出的油畫有林則

徐像和耆英像，因而贏得了國際聲譽。 1850年一 位訪問過他畫室的法國人在美國藝術協會發表文

章道：“今年夏天，我們看了波士頓圖書舘的展

覽，有四至五幅中國達官顯要的肖像畫出自這位

畫家之手，但願這不致使技藝純熟的歐洲畫家失

寵。”事實上，林呱在藝術上的日益成熟倒真的

“使技藝純熟的歐洲畫家失寵”，那就是他具有純

熟的油畫技術。他的眾多油畫肖像，包括他的兩

幅自畫像藝術品質之高，足與西方油畫家媲美；

居住澳門的美國僑民金斯曼夫人對林呱到澳門為

女兒所畫肖像贊口不絕：“賞臉光臨，畫功出

色。”（13）又如他創作的油畫〈茂呱像〉、〈彼得

．帕克醫生和他的中國學生關阿多〉、〈漁民燒火

圖〉等作品，可與英國畫家錢納利的油畫相頡

頑。他所摹安格爾〈大宮女〉，也顯示了他紮實的

油畫功底，難怪英國旅行家唐寧在他的遊記中記

述林呱時會說：“他曾經是住在澳門的錢納利的

學生，受了錢氏的訓導，足以使他按歐洲人的式樣

完美地作畫。⋯⋯大多數外國人花得起錢請林呱給

他們畫肖像，因為他們認為請中國人為自己畫肖

像，帶回祖國會有格外價值。”（14）此外，林呱還擅

畫室中的林呱（關喬昌）（銅版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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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藝術經營，正如英國遊人凡尼在他的《1848年中

國和印度之旅回憶錄》中寫道：“林呱，華南著名

的畫家，⋯⋯他有敏銳的商業眼光。⋯⋯我理解他

是個相當公平的畫家，他不僅有葡萄牙和本地的顧

客，也有廣州和香港的歐洲主顧。”林呱不僅在廣

州設有畫肆， 1840年代又在香港開設畫店，以“林

呱，英國和中國畫家”、“漂亮的肖像畫家”牌號

招徠中外主顧，具有很強的藝術市場競爭實力，故

擁有粵、港、澳三地來華的歐美藝術消費者，對

粵、港、澳三地的油畫家有很大的影響， 1868年

英國攝影家湯姆森途徑澳門、香港時，發現“香港

和澳門的畫家還在倣襲林呱的油畫”（15）。可見，中

西經濟文化交流一方面推動了歐美藝術贊助人對中

國油畫的消費，另一方面反而加深了居留澳門的錢

納利對廣東油畫的影響，形成錢氏畫風為主導的油

畫藝術新潮，因而導致 19世紀中國油畫“錢納利畫

派”的興起和油畫風格的丕變。

受錢納利畫風影響的畫家還有新呱和煜呱。新

呱是一位活躍於 19世紀中後期的風景畫家，他作風

景畫喜歡借助近景與中景的明暗對比來表現水的明

快流滑質感以及拉開空間層次，達到重點描繪中景

光線集中區域景物的目的。他早年的油畫〈縱帆船

格雷宏德號〉、〈辛西婭號離開伶仃洋〉和晚期的〈廣

州新十三商舘區〉、〈里約熱內盧海景〉組畫均採取

這種形式處理畫面，與錢納利的〈濠江漁歌〉表現形

式相類，色彩語言也酷似錢納利的〈晨曦中的澳門

半山風光〉、〈晨曦中的澳門南灣風光〉。雖說沒有

任何文獻記載新呱與錢納利有師承關係，然而作

品的形式與色彩感覺已說明了一切。

煜呱的油畫選材與新呱相似，多以粵、港、澳

等地的港埠風景為描繪物件。在設色表現上，煜呱

與新呱有別，他往往用黃紫或藍紫釉染雲彩，強調

它們在不同環境中的色彩傾向，如在〈黃埔船塢〉

中雲彩偏藍紫色，在〈廣州商舘區風貌〉、〈北眺

澳門南灣〉中則偏黃紫色。煜呱比新呱更加注重筆

觸與色彩效果造成的視覺衝擊力，那漫天湧動的雲

層、波浪翻捲的海面，在他流轉自如、靈活多變的

筆觸揮掃下氣韻生動，質感躍現。這種重視風景色

彩質感生韻的表現與錢納利衣缽相承，祇不過煜呱

的筆觸比錢納利更加細膩傳神別具匠心了，以至於

西方學者認為煜呱之作可與歐美風景畫比肩。

如果說錢納利對林呱、新呱、煜呱等人發生明

顯影響從而導致廣東油畫的興盛廣播和畫風丕變的

話，那麼到了 19世紀中後期對南昌、周呱二人的

影響已大為衰減了。儘管南昌的油畫〈黃埔帆影〉

構圖一眼望去近似錢納利的油畫〈濠江艇帆〉，但

南昌嗜好純度過高的色彩作畫，與錢氏格調異趣。

19世紀後期中國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畫因受西方

攝影術的影響，藝術品質江河日下。周呱的油畫風

景代表着這一新的傾向。五口通商之後他到上海發

林呱（關喬昌）自畫像（油畫）　林呱（關喬昌）作

摹安格爾大宮女（油畫）  林呱(關喬昌)  作



晨曦中的澳門半山風光（油畫）　錢納利作

晨曦中的澳門南灣風光（油畫）　錢納利作



黃埔船塢（油畫）　煜呱作

北眺澳門南灣（油畫）　煜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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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江上的賽艇（油畫）　佚名作

黃浦江外灘風光（油畫）　周呱作

上海的美國人居住區風景（油畫）　佚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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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上海開埠油畫的先行者、開拓者。他繪製了一

系列黃浦江風景，代表作〈黃浦江外灘風光〉，作風

近於煜呱和新呱，具有致廣大、盡精微的特徵，精心

於江面船舶的細緻描繪。不過，周呱顯然缺乏錢納

利、新呱、煜呱風景畫中常見的耐人尋味引人入勝的

景物情節，他熱衷於自然地鋪 而忽略了景物的神采

意境的表現，像畫照片似的流於匠作習氣；這種習

氣，是中國清代晚期油畫普通存在的弊端，如〈上海

的美國人居住區風景〉、〈黃浦江上的賽艇〉等均屬

此流。儘管如此，以澳門為基地而擴散傳播於中國內

地、沿海的西方油畫藝術最終成為中國現代繪畫藝術

的主流。因此應該說：澳門是中國油畫的搖籃。

【註】

（1）徐悲鴻在〈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稱：“土山灣⋯⋯

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也。”載 1942年重慶《時事新報》。

（2）見《上海油畫史》第一章〈油畫東漸溯源〉之第二節“土

山灣畫舘”。

（3）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載《東方雜

誌》第 27卷第 1號， 1930年 10月出版。

（4）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二卷第四章，總頁

11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 9月出版。

（5）此件作品係巴範濟為方便利瑪竇傳教，特從日本經澳門送

來油畫原作的。見裴化行《利瑪竇評傳（上冊）》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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